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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日本学界的鸦片侵略政策研究述论
∗

王美平

内容提要　 近代日本是继英国之后有计划、有组织地利用鸦片侵略中国最甚的国家。
战后日本学界对该问题展开的研究，以 １９８５ 年、２０００ 年为界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在原

始资料的挖掘、研究成果的积累、国际交流的加强等方面取得了阶段性进展，其研究以日

本对各殖民地、占领地实施的鸦片专卖政策与麻醉品政策为基本对象，并就鸦片战略、鸦
片政策的性质、效用以及主导权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但尚存深化与拓展的空间。

关键词　 日本　 鸦片　 吗啡　 海洛因

近代日本利用鸦片及其衍生毒品侵略中国，践踏人类道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难以估量的生命

与财产损失。 中国学界对此已有一定的研究①，但对日本相关成果的了解有欠深入，借鉴、交流也

不够充分。 本文拟梳理战后日本学界对该问题研究的进程与特点，分析其优点与不足，以资中国学

界把握其相关研究动态，进一步深化对近代日本鸦片侵略政策的研究。

一、 研究的进程与特点

二战结束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最终判决书指出日本在中国占领地实

施鸦片专卖制度，谋取暴利，导致中国毒祸蔓延，对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乃至抗战意志带来严

重影响。② 这一判决引起日本学者对近代日本鸦片政策的关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后半期，日本公布

了东京审判速记录资料。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后，一批学者开始利用这些资料研究日本的鸦片政策，
发表若干成果。 二反长半通过梳理日本鸦片种植的倡导者与普及者二反长音藏的生平，揭示了日

本的鸦片史与侵略战争之间的关系。③ 仓桥正直专门撰文探讨了日本的鸦片与吗啡政策。④ 森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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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一战后日本的‘转向’与对外战略误判研究”（１７ＪＪＤ７７００１０）的阶段

性成果。 感谢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段瑞聪教授、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宋志勇教授及博士研究生文阡萧为本文提供日文资料。
如曹大臣、朱庆葆《刺刀下的毒祸：日本侵华期间的鸦片毒化活动》，福建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王宏斌：《鸦片：日本侵华

毒品政策五十年（１８９５—１９４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
张效林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群众出版社 １９８６ 年版，第 ３１７—３１８、３６９—３７０ 页。
二反長半『戦争と日本阿片史：阿片王二反長音蔵の生涯』、すばる書房、１９７７ 年。
倉橋正直「日本の阿片、モルヒネ政策」１—３、『近きに有りて』第 ４—６ 号、１９８３—１９８４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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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的《台湾鸦片处分问题》一文梳理了日本占领台湾后筹划、制定鸦片政策的过程。① 台湾留日学

生刘明修著《台湾统治与鸦片问题》②一书，概述了日本占领台湾 ５０ 年间的鸦片政策。 黑羽清隆、
佐藤三郎也探讨了日本侵华战争与中日关系中的鸦片问题。③ 但由于近代日本鸦片及其衍生毒品

政策的罪恶性，日本政府为逃避罪责有组织地隐蔽、销毁证据，故东京审判时检方未能出示日本官

方的一手资料，以上研究主要基于美国驻上海使馆财务官的报告以及中国人的口述史料，多属概述

性研究。
１９８５ 年以后，日本学界的鸦片政策研究进入第二阶段，其主要特点是开始了原始资料的整理

与出版工作，出现了基于一手资料的重要成果，并与韩国学界展开了互动交流，但研究对象主要集

中于日本对台湾、“蒙疆”及其国内的鸦片政策。 １９８５ 年，江口圭一将曾主管“蒙疆”政权鸦片政策

的沼野英不二的相关文件整理，出版了《日中战争时期的鸦片政策———以蒙疆政权资料为中心》一
书。 该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解说”，占全书的 １ ／ ４ 强，用沼野资料研究了日本对“蒙疆”的
鸦片政策，指出“蒙疆”在兴亚院的控制、调节下发挥了日本东亚范围内鸦片供给地的作用。 第二

部分是资料，共收录了 ４９ 份原始文件，内容涉及伪蒙疆政权有关鸦片生产、配给的方针、意见、报
告、记录、契约及统计数据等。④ 该书的出版改变了日本相关研究缺乏一手资料的局面。 １９８６ 年，
曾作为日本陆军军人参与过对华鸦片事务的冈田芳政等人合编出版《续现代史资料 １２·鸦片问

题》专辑，汇集了当时所能找到的鸦片问题的一手资料。 该书第一部分收录了 １３ 份战时已公开发

表的相关法令政策、调查书籍，内容涉及日本本国的鸦片政策与栽种，日本对台湾、关东州及伪满的

鸦片政策与法令，日本向国联远东鸦片调查委员提出的答辩书等资料；第二部分收录了 ５６ 份日本

全面侵华战争时期对中国大陆的鸦片政策资料，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鸦片的供需计划、生产

与配额，限制自由种植与销售等政策资料。 第二类是禁烟法规、鸦片流通税收法规、对精制鸦片制

药公司的统制政策资料；第三类是与鸦片、吗啡等毒品流通、贩卖、吸食相关的资料。 第三部分收录

了 ２１７ 份日本相关的外交电报与文书。⑤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后，仓桥正直相继整理出版了关于二反

长音藏与大连吗啡走私事件的史料集。⑥

上述资料集的出版，为日本学者利用原始资料解开近代日本实施的鸦片政策概貌提供了可靠

基础，此后涌现出一批利用上述史料的研究成果。 １９８８ 年，江口圭一在“蒙疆”资料的基础上，结合

《续现代史资料 １２·鸦片问题》，出版了《日中鸦片战争》一书，简要地研究了 １９３７—１９４２ 年间日本

对中国“蒙疆”、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的鸦片政策，在明确厘清“蒙疆”鸦片的贩卖总量及其向各地

销售量的基础上，指出“在占领地与殖民地之间进行如此大量的鸦片生产、贩卖与使用，这在人类

战争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中日战争是真正意义上的鸦片战争”。⑦ 进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后，日、
韩学界就近代日本的鸦片政策问题展开交流。 韩国建国大学朴橿在日本出版《日本侵略中国与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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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久男「台湾阿片処分問題」１、『アジア経済』第 １９ 巻第 １１ 号、１９７８ 年 １１ 月。
劉明修『台湾統治と阿片問題』、山川出版社、１９８３ 年。 该书于 ２００８ 年在台湾翻译成中文出版，即刘明修著，李明峻译

《台湾统治与鸦片问题》，台北，前卫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
黒羽清隆「もう一つの阿片戦争：日中戦争史の一断面」、黒羽清隆『十五年戦争史序説』上巻、三省堂、１９８４ 年；佐藤三郎

「近代日本におけるアヘン問題」、佐藤三郎『近代日中交渉史の研究』、吉川弘文館、１９８４ 年。
江口圭一『日中戦争期阿片政策：蒙疆政権資料を中心に』、岩波書店、１９８５ 年。
岡田芳政、多田井喜生、高橋正衛編『続現代史資料 １２·阿片問題』、みすず書房、１９８６ 年。
倉橋正直『十五年戦争極秘資料集補巻』１１、『十五年戦争極秘資料集補巻』２１、不二出版、１９９９ 年、２００３ 年。
江口圭一『日中阿片戦争』、岩波書店、２０１８ 年、２０５ 頁。 该书对研究日本在“蒙疆”、华北、华中、东北等地实施的鸦片政策

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至今日本已发行五版，并被南开大学宋志勇教授翻译成中文出版，即江口圭一著，宋志勇译《日中鸦片战

争》，天津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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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一书，利用沼野资料、《续现代史资料 １２·鸦片问题》以及《蒙疆年鉴》《蒙银经济月报》《蒙疆贸

易年报》等资料，探讨了日本侵略内蒙古的战略意图与统治体制、七七事变前后日本统治范围内鸦

片的供需状况、日本对“蒙疆”鸦片政策的演变及其性质等问题，补充了江口对“蒙疆”鸦片政策的

研究。① 该书还由台湾学者翻译成中文在台北出版。② １９９６ 年，仓桥正直出版《日本的鸦片战略》
一书，并于 ２００５ 年整理再版，探讨了日本鸦片政策的反人道与反国际法特点、二反长音藏在大阪等

地普及推广鸦片种植的经历、日本吗啡的国产化与对华走私、日本在殖民地范围内的鸦片战略等问

题。 作者认为英日对华鸦片政策虽然均是反人道的，但与英国在早期对华推行鸦片政策时尚无国

际禁烟条约不同，日本对华推行鸦片侵略政策时四部禁止鸦片的国际条约③已经出台，日本政府作

为这些条约的签署国却暗中对华销售鸦片，是既不道德且又违法的。④

２０００ 年前后，日本学界的鸦片政策研究进入第三阶段，主要特点是增强了国际视野，加强了与

中、美学界的交流，开始利用、吸收中国与美国的相关资料与研究成果，拓展了研究领域。 研究对象

不仅新增了日本对关东州、青岛、冀东等殖民地与占领地的鸦片政策，而且开始关注日本与其他列

强就鸦片政策的博弈，鸦片与战后中、日、美关系等问题。 山田豪一著《满洲国的鸦片专卖———日

本“满蒙特殊权益”的研究》一书，除日本外交史料馆、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资料外，还利用辽宁与吉

林省档案馆、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相关资料，详细地研究了日本在伪满洲国实施鸦片专卖政策

的出台过程与发展演变，对 １９３１—１９３７ 年间历年的鸦片政策的制定、实施与效果均有详细的考证。
该书资料翔实、信息量大，是研究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鸦片政策的力作，但对 １９３７ 年后的鸦片政策

研究较为简略。 ２００７ 年，内田知行在《日本的蒙疆占领（１９３７—１９４５）》一书中，探讨了伪蒙疆政权

的鸦片政策。⑤ ２００８ 年，仓桥正直集结已发表的单篇论文出版《鸦片帝国———日本》一书，探讨了

日侨在华从事走私吗啡活动、日本在伪满推行戒毒政策、大连走私吗啡毒品事件等问题。⑥ 小林元

裕著《近代中国的日本居留民与鸦片》一书，是研究日本侨民与鸦片问题的代表性专著，其中将美

国学界与王宏斌、曹大臣等中国学者的论著作为前期成果进行了参考。⑦ 栗原纯著《日本帝国主义

与鸦片：台湾总督府的鸦片政策》一书，首次利用台湾总督府及其鸦片政策推行机构专卖局的原始

档案，较为系统而实证性地梳理了日本的对台鸦片政策。⑧ ２０１８ 年朴橿的新作《鸦片帝国日本与

朝鲜人》一书在日本翻译出版，概述了日本的鸦片政策与朝鲜人之关系，认为日本强占朝鲜后，一
部分移居中国东北、华北城市的朝鲜人利用日本治外法权的庇护，贩卖鸦片、麻醉品谋生，具有被日

本利用助推侵华的性质，这也阻碍了中、朝合作共同抗日，降低了朝鲜人的国际声誉。 朝鲜人对中

国鸦片及其衍生毒品泛滥成灾的局面难辞其咎。⑨ 桂川光正利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等相关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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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橿著、許東粲訳『日本の中国侵略とアヘン』、第一書房、１９９４ 年。
朴橿著，游娟镮译：《中日战争与鸦片（１９３７—１９４５）：以内蒙古地区为中心》，台北，“国史馆”１９９８ 年版。
《海牙禁止鸦片公约》（１９１２ 年）、《第一日内瓦禁烟公约》（１９２４ 年）、《第二日内瓦禁烟公约》 （１９２５ 年）、《限制制造及调

节分配麻醉品公约》（１９３１ 年）。
倉橋正直『日本の阿片戦略：隠された国家犯罪』、共栄書房、２００５ 年、３４ 頁。
内田知行「蒙彊政権のアヘン政策」、内田知行·柴田善雅編『日本の蒙彊占領（１９３７—１９４５）』、研文出版、２００７ 年。
倉橋正直『阿片帝国日本』、共栄書房、２００８ 年、２２１ 頁。
小林元裕『近代中国の日本居留民と阿片』、吉川弘文館、２０１２ 年。 具体参考了 Ｔｉｍｏｔｈｙ Ｂｒｏｏｋ ａｎｄ Ｂｏｂ Ｔａｄａｓｈｉ Ｗａｋａｂａｙａｓｈｉ

ｅｄｓ． Ｏｐｉｕｍ Ｒｅｇｉｍｅｓ： Ｃｈｉｎａ，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 １８３９ － １９５２ （Ｃ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０）；王宏斌的《鸦片：日本侵华毒

品政策五十年（１８９５—１９４５）》一书与曹大臣、朱庆葆的《刺刀下的毒祸：日本侵华期间的鸦片毒化活动》一书。
栗原纯著，徐国章译：《日本帝国主义与鸦片：台湾总督府的鸦片政策》，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 ２０１７ 年版。
朴橿著、小林元裕等訳『阿片帝国日本と朝鮮人』、岩波書店、２０１８ 年。



王美平 ／ 战后日本学界的鸦片侵略政策研究述论

料，就日本在关东州、青岛实施的鸦片专卖政策进行了专题探讨。① 广中一成利用日本国立国会图

书馆宪政资料室藏《毛里英于菟关系文书》等一手资料梳理了冀东政权参照伪满政策，出台鸦片专

卖制度的过程。② 倪志敏受到中国学者农伟雄的启发，利用日文资料与访谈记录探讨了大平正芳

与鸦片政策之关系。③ 后藤春美考察了 １９２０—１９２６ 年间日英两国在国联鸦片咨询委员会上的斗

争及日本放任鸦片泛滥的原因。④ 熊野直树则关注了鸦片与战后日蒋战争赔偿关系问题，揭示了

二战结束时关东军将大量鸦片从中国带到日本被美国占领军扣留⑤，美国将其所有权作为蒋介石

答应放弃对日索赔要求的回报而返还给蒋介石，再由蒋介石卖给日本政府。⑥

此外，该阶段还出版了一些传记值得关注，如二反长音藏与里见甫的传记⑦，分别反映了日本

“鸦片种植大王”与“鸦片贩卖大王”的经历与鸦片问题的关系，在研究日本罂粟种植与推广、在华

中贩卖鸦片等方面应属必读之作。

二、 研究的对象与见解

鸦片专卖政策是日本学界研究的基本对象与主要内容。 所谓鸦片专卖是指在鸦片的生产、进
口、流通、销售等环节控制鸦片生产者、加工者、经销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直接自由交易，由日本或派

出当局实施垄断政策，攫取暴利。 日本学界研究了近代日本在其本国与台湾、关东州、朝鲜、青岛、
伪满洲国、“蒙疆”等殖民地、占领地内推行的鸦片专卖政策。

关于日本国内的鸦片专卖政策研究。 明治维新后，日本鉴于中英鸦片战争的经验与教训，在
本国实施绝对禁食鸦片的政策，但基于药用鸦片原料及对台鸦片出口的需求，而在大阪、和歌山

县等地种植罂粟，实施鸦片专收、专用、专卖政策。 仓桥正直指出日本于 １８７５ 年实施鸦片专卖

法，导致国内罂粟栽种几近灭绝，但在占领台湾后，为在台推行鸦片专卖政策而在国内重启大规

模种植罂粟的历史进程。 他还分析了日本罂粟第一大县和歌山的种植情况，揭示了战时体制下

随着军用医疗麻醉药需求的扩大，日本在国内推行了鸦片增产运动，但由于战时日本政府为从殖

民地牟取暴利而依然维持鸦片专卖制度，导致其增产运动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医用麻醉药原料的供

给不足问题。⑧

关于日本对台湾的鸦片专卖政策研究。 １８９５ 年日本割占台湾后，首开在殖民地建立鸦片专卖

制度毒化当地人民、攫取暴利的恶例，成为此后日本在其他殖民地与占领区推行鸦片政策的“典
范”。 刘明修认为日本在台实施的鸦片专卖政策经历了初始的过渡期（１８９５—１８９７ 年）、前期的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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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１２ 月。
熊野直樹「阿片と日華賠償問題」、『法政研究』第 ８３ 巻第 ３ 号、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倉橋正直『日本の阿片王：二反長音蔵とその時代』、共栄書房、２００２ 年；西木正明『其の逝く処を知らず：阿片王里見甫

の生涯』、集英社、２００１ 年；千賀元史『阿片王一代：中国阿片市場の帝王：里見甫の生涯』、光人社、２００７ 年；佐野真一『阿片王：満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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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暴利期（１８９７—１９３０ 年）、后期的政策转换期（１９３０—１９４２ 年）与禁绝期（１９４２—１９４６ 年）四大阶

段。① 山田豪一对台湾鸦片专卖制与飞鸾降笔会的禁烟运动之关系、台湾实施鸦片专卖政策首年

的成效等问题进行了探讨。② 栗原纯将日本对台鸦片专卖政策放到其在整个殖民地范围内推行鸦

片政策的大环境下进行考察，尤其重视日本对台鸦片政策与对大陆鸦片政策的关联性，认为台湾总

督府不仅向关东州、青岛提供鸦片烟膏，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期间还派遣技师到厦门、海南岛指导

罂粟栽培。 对台鸦片政策，是日本帝国在其殖民统治范围推行鸦片政策的重要一环。③

关于日本在关东州实施的鸦片专卖政策研究。 １９０５ 年，日本通过日俄战争攫取大连、旅顺的

租借权，设置关东都督府对当地进行殖民统治。 山田豪一认为关东州的鸦片专卖政策经历了承包

给石本 太郎的特许贩卖时期、１９１５ 年后关东厅借宏济善堂进行直营专卖时期、１９２８ 年后关东厅

在大连直接设立专卖局三个阶段。 伪满洲国成立后，关东厅实施的鸦片专卖政策及保护日朝侨民

从事鸦片走私活动，妨碍了整个伪满洲国鸦片专卖制度的推行。 １９３４ 年，关东军为构筑伪满重工

业经济以推行战争，通过机构改革废除关东厅，将关东州的鸦片专卖纳入到整个伪满贩卖体系之

内，取消了关东州所享有的除自由关税权之外的“满蒙特殊权益”，其中包括治外法权与满铁附属

地权。 故而，作者认为关东军在伪满推行鸦片专卖政策的过程亦是“肢解”其满铁附属地、治外法

权、警察权等所谓“满蒙特殊权益”的过程。④ 桂川光正则指出山田豪一的研究有对史料不加甄别

而导致失误之处，认为日本统治关东州之初，利用中国商人潘忠国为承包商实施鸦片特许专卖制，
指定其销售台湾总督府产之鸦片烟膏，企图独占关东州市场，但中国鸦片商与潘忠国合作，利用日

本特许制度形成的垄断优势，暗中使用当地流通的鸦片，制造符合当地人口味、且成本低廉的烟膏，
导致日本未能达成独占当地市场的目的，故日本不得不增加石本 太郎为鸦片特许商⑤，以便其全

面掌控当地的鸦片销售。 桂川还研究了 １９２４ 年日本政府颁布实施关东州鸦片令的具体过程，认为

日本政府从 １９２１ 年开始就关东州鸦片令进行了立案与审议，其中两次被枢密院停议、一次被驳回，
但最终被通过实施，其形成过程可谓相当“艰难”。 究其原因，日本在关东州已推行鸦片专卖、放任

鸦片吸食的情况下，该法令只是为应付《海牙鸦片禁止公约》而伪装禁烟，实际上依然借口医用需

求继续推行鸦片专卖政策。 桂川分析以外务省为代表的日本政府当时只是因刚跻身为世界五大国

而不得不装饰门面，并无履行禁烟义务的国际责任感。⑥

关于日本在朝鲜实施的鸦片专卖政策。 仓桥正直指出，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将关东州乃至整个

东北定位为新的鸦片消费市场，将适合罂粟种植而又禁绝鸦片吸食恶习的朝鲜定位为新的鸦片种

植基地，故朝鲜的罂粟种植面积是日本的两倍。 一战以后日本将朝鲜作为吗啡消费地以榨取高额

利润，导致朝鲜出现大约 ７０ 万人的吗啡中毒者。⑦ 朴橿指出，日本在一战期间以西方列强禁止麻

醉药出口为契机，为占领中国麻醉品市场而违背国际禁烟潮流，将并无鸦片生产与消费历史的朝鲜

定位为大规模的鸦片生产地与麻醉品供给地。 但随着一战的结束，西方廉价麻醉药涌向中国市场，
日本在朝鲜生产的麻醉品销售出现问题，故而允许麻醉品在朝鲜流通，导致朝鲜毒品蔓延。 九一八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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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后，朝鲜作为台湾、关东州、伪满洲国等日本殖民地、占领地之鸦片供给地的作用被显著强化。①

关于日本在青岛实施的鸦片专卖政策研究。 桂川光正探讨了 １９１４—１９２２ 年日本占领青岛期

间实施的鸦片专卖政策，认为青岛守备军在占领之初制定鸦片政策时，鉴于国际观瞻而标榜“渐禁

主义”，但在指定中国鸦片销售承包商确立特许专卖制的同时，公开允许鸦片馆的存在以及宅内吸

食，实际上恢复了辛亥革命以前自由吸食的状况。 １９１９ 年，原敬内阁虽鉴于召开在即的巴黎和会

而决定废除关东州、青岛、台湾的鸦片专卖制，但遭到台湾总督府、关东都督府、青岛守备军的联合

抵制，日本政府最终让步，以“人道主义”为招牌，决定在“地方官宪监督之下允许特定的药业者售

卖鸦片”，在事实上承认了特许专卖制度的继续存在。 作为应对措施，青岛守备军于 １９２０ 年末关闭

青岛所有鸦片馆，采取彻底取缔走私的方针，禁止非特许商售卖鸦片，禁售非台湾烟膏。 同时却允

许在旅馆、妓院及中国人家庭内自由吸食。 １９２１ 年 １ 月 ２９ 日，青岛守备军公布了新的《鸦片管理

规则》，表面上禁止除医师认定者以外的人吸食鸦片，却继续对旅馆、妓院、家庭内的自由吸食采取

放任政策。 同时，大幅提高特许费，降低烟膏零售价，压低特许商的利润。 日方借机强化对特许商的

管制，从鸦片的进口到烟膏之零售，特许商的一切活动都被置于日本的严控之下。 １９２２ 年春，随着日

本归还青岛的大局底定，青岛守备军突然废止鸦片专卖政策，取消特许商，销毁大量生鸦片及烟膏。②

关于日本在伪满洲国实施的鸦片专卖政策研究。 山田豪一认为伪满政权的鸦片专卖政策以

１９３７ 年为界划分为两大阶段。 前一阶段，日本在“渐禁”的名义下出台各种法规，对罂粟栽培、鸦片

及其吸食器具的制造、贩卖、持有、授受均极力推行专卖政策。 １９３７ 年以后，由于蒋介石禁烟计划

的刺激、伪满中国高官的反对、国际批判、战争动员等问题，日本对东北的鸦片专卖政策进入调整转

换期，颁布《鸦片、麻醉品断禁方策纲要》，被迫裹上“十年限期禁绝”的包装，实质上则是欺世盗名，
依然推行毒化压榨政策。 但由于全面抗战的爆发，八路军进入热河、冀东地区，迫使日本缩减罂粟

栽培面积，伪满成为鸦片进口地区，日本对东北的鸦片专卖政策确实进入了历史拐点。③ 与此相

反，定时秀和认为“十年断禁方策纲要”是基于日本的“渐禁主义”，积极评价其“以禁绝鸦片吸食为

宗旨”，只是由于管理不善，而成为一纸空文。④ 仓桥正直则针锋相对地指出，日本于 １９３７ 年在东

北设置康生院进行矫正治疗，实际是为将鸦片瘾者转化为军需生产的苦力。⑤
关于日本对伪蒙疆的鸦片专卖政策研究。 江口圭一认为日本对“蒙疆”的鸦片政策可分为三

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 １９３７—１９３９ 年，日本沿袭国民政府时代的鸦片税收政策，但其目的是将国民

政府的逐步禁绝鸦片改为确保伪政权的财政收入，并为此扩大罂粟栽种、提高鸦片税收。 第二阶段

是 １９３９—１９４３ 年实施鸦片专卖政策阶段。 该阶段又可分为公司购销制（１９３９ 年）、土商合作社购

销制（１９４０—１９４１ 年）、官方购销制（１９４２ 年）三个阶段。 第三阶段为 １９４３—１９４５ 年的破产期。 朴

橿在江口研究的基础上，指出“蒙疆”邻接苏联、伪满与北京的地理位置导致日本高度重视该地区

的战略价值，于全面侵华战争之初便加占领。 “蒙疆”农村土地集中、地力薄弱、气候干旱、商业资

本的渗透程度较高等特性，导致当地困窘的农民更愿栽培鸦片这一商品作物，又兼该地具有西北与

京津贸易中转站的功能，故鸦片经济在日本占领之前就较发达，这成为日本推行鸦片专卖政策以解

决当地财政问题的重要原因。 同时，“蒙疆”地域广漠而交通不便，导致日本难以有效地统治农村，
这影响了日本推行鸦片专卖制度的方式与效果。 朴橿还指出，１９４３ 年以后伪蒙疆的鸦片政策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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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实施的低价收购、高价卖出、黑市盛行、运输困难等原因陷入破产境地。 而且，日本在太平洋战

场上陷入守势后，迫切需要汪伪政权的合作而转变对中国占领区的政策，同意汪伪政权恢复实施国

民政府的禁烟政策以强化其统治能力，由此承诺逐步禁止蒙疆的罂粟种植。① 内田知行结合内蒙

古的相关资料，在江口研究的基础上，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了贡献。 首先，在伪蒙疆鸦片政策方面，
指出 １９４１ 年 ７ 月 １ 日改定的《禁烟特税法》第 ２ 条，于 １９４２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又进行了修订；１９４３ 年 １
月伪蒙疆向日本本土秘密出口了 ４２０８３０ 两鸦片；１９４４ 年 ４ 月新设了蒙古特产股份有限公司，作为

收购鸦片的管理机构。 内田还分析了 １９４０ 年前内蒙古各地罂粟栽培的状况、“土药组合”在归绥

的构造及其在萨拉齐与包头的活动。②

关于日本在冀东地区的鸦片专卖政策研究。 金京镐针对当时学界尚无对冀东鸦片政策之专门

研究的状况，在资料不足的情况下，尝试探讨了冀东鸦片走私的规模问题，认为冀东地区虽非主要

的鸦片产地，但在日本控制下的伪满鸦片向华北五省流出过程中发挥了集产地、加工地与储藏地的

重要作用，指出冀东政权的鸦片专卖制度模仿伪满洲国所建，其目的在于增加伪政权财政，特别是

为筹措军费而设。③ 广中一成则利用日方一手资料，结合冀东政权的财政状况，切实地探讨了天津

驻屯军主导推行的冀东伪政权鸦片专卖制度的形成过程。 广中认为伪政权成立伊始，日方为支援

其财政而围绕是否导入鸦片专卖制进行过深入调研，认定已有税收可以满足政权运营而否定了立

即导入方案。 但随着冀东伪政权计划大规模兴建有利于日本开发华北经济的交通设施而陷入财政

困难，天津驻屯军重新参考伪满的鸦片专卖制度，制定、推行了鸦片专卖政策，但并未获得可观的财

政收益。④

关于日本在华北、华中、华南等沦陷区实施的鸦片专卖政策研究。 江口圭一认为各沦陷区的伪

政权以“渐禁”为招牌成立戒烟总局与分局，管理罂粟耕种、鸦片生产与流通、吸食者登记、征税等

基础工作，并分别指定日本控制的华北土药业公会、华中宏济善堂、厦门与广东福民堂等商业组织

垄断收购与销售，对罂粟栽种、鸦片进出口、制造、运输、买卖、授受、持有、零售均实施许可制，并对

违反者进行严惩。⑤ 小林元裕利用《毛里英于菟关系文书》补充了日本对华中地区的鸦片政策研

究，认为该地区日本的鸦片政策可分为如下三个阶段：１９３７ 年的华中派遣军特务部通过日本人里

见甫与青帮合作购销获益时期、１９３９—１９４３ 年的兴亚会华中联络部通过里见甫创办的宏济善堂购

销获益时期，及 １９４３ 年后汪伪政权专卖禁烟时期。 前两个阶段在日本的控制下实施鸦片毒化政

策，主要由日本控制鸦片收益，伪政权仅在第二阶段通过戒烟局征税方式瓜分部分收益。 第三阶段

则由汪伪政权从日本手中收回鸦片的购销权，由伪政权获取鸦片收益，并恢复原国民政府的禁烟禁

毒目标。⑥ 日本对于华北、华中、华南的鸦片政策研究整体而言是不足的，尤其对 １９４３ 年以后沦陷

区的鸦片政策更是语焉不详。
此外，日本还展开了对吗啡、海洛因等麻醉品毒化政策的研究。 吗啡、海洛因皆为鸦片提取物，

吗啡的毒性是鸦片的十倍，海洛因的毒性又是吗啡的 ５—１０ 倍。 由于价格低廉，使用便利，二者在

清末民初的禁烟运动中作为鸦片的替代品在下层劳动者中蔓延开来。 这种结果与日本推行麻醉品

毒化政策密切相关。 战后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基本揭开了日本麻醉品毒化政策体系的概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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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关于日本政府对华吗啡政策的研究。 山田豪一指出甲午战前日侨中的卖药行商开始在

华售卖吗啡等毒品，日俄战后日本对华吗啡走私量激增。 １９０９ 年以后，日本不顾北京列强公使团

有关不向中国出口医用外吗啡的约定，对华继续大量走私吗啡。① 尤其是 １９１１ 年《中英鸦片协约》
禁止英国对华出口鸦片等毒品后，国际社会掀起禁毒热潮。 日本政府作为四大国际禁毒条约的签

署国，却从事以售毒盈利为目的的吗啡生产与销售，默认、甚至鼓励日本商民从事对华非法走私毒

品勾当。 仓桥正直指出 １９１５ 年日本在内务大臣后藤新平的推动下，由内务省指定星制药会社、大
日本制药株式会社等四家药厂，利用台湾粗制吗啡实现了吗啡的国产化。② 山田豪一认为，寺内正

毅内阁于 １９１７ 年不顾国际禁毒条约，确定了出口吗啡的国策方针。 １９２０ 年，原敬内阁虽出台内务

省第 ４１ 号令限制吗啡走私，对吗啡的进出口与制造实施许可制，并对违反者进行三个月以内、１００
日元以下罚款，但无没收规定，未能有效控制吗啡的走私。③ 朴橿则认为日本之所以能够长期进口

超过本国需求量的麻醉品，是由于日本政府制定了进口麻醉品不进入日本市场而直接走私到中国

的政策。④ １９２７ 年 ９ 月，关东厅为应付国际禁烟条约而公布《麻醉剂取缔规则》，将吗啡、海洛因、
可卡因的制造、进出口改为许可制，但事实上关东厅依然放任毒品走私，以致 １９３０ 年大连毒品走私

事件曝光，引起国际舆论关注，关东厅却对违法商贩予以宽大处理，毫无禁止吗啡走私的诚意。⑤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其吗啡毒化政策到达极致，甚至在东北等地公开实施吗啡专卖制度，形
成举国犯罪的毒品帝国。⑥ 上述政策，导致日本从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开始取代英国成为对华走私吗

啡的主要国家。 至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日本发展为世界第四大吗啡生产国，同时成为对华走私麻醉品

最多的国家。⑦
其次，日本学者的研究表明，近代日本还在中国生产、制造海洛因与吗啡，直接对华推行毒化

政策。 山田豪一指出，１９２１ 年关东厅将热河省囤积的大量鸦片用于海洛因制造，大连成为重要

的海洛因制造基地。 同期，天津的海洛因非法走私与制造、贩卖情况比大连更为严重。 天津日租

界是当时日本在华制造海洛因的最大基地，由山田三郎等人借助日本华北驻屯军的庇护用西北

产鸦片在日租界生产海洛因，在平津地区及山东省售卖。 天津的制造商担心海洛因制造过程中

发生爆炸事故引起西方人的注意与批判，故九一八事变后移至大连，大连成为海洛因魔都。 后因

技术突破克服了爆炸事故，部分海洛因制造商又转回天津。⑧ 仓桥正直指出，１９３５ 年日本在奉天

郊外的上木厂建立吗啡、海洛因专卖工厂生产麻醉品，年生产量为 ３０００ 公斤。 同年，日本成为世界

第一大海洛因制造国，其中绝大部分都被用于在中国推行毒化政策。⑨ 再次，关于日本麻醉品毒化

政策的运输与销售体系的研究。 山田豪一指出，日本利用关东州内关税自由制度以及日本人邮包

免检权，将大量的吗啡通过大药商、三井物产、铃木商店、高田商会、汤浅商店等公司，或从伦敦直接

运往大连，或经神户、横滨转运大连，再通过满铁运往整个东北，又利用满铁附属地所谓“绝对的排

他性行政权”、治外法权、东北各地领事馆之“警察权”，由日本侨民（含朝鲜人）售卖给中国的毒品

瘾者。 同时，大连的吗啡、海洛因还通过海路运往天津、青岛，由当地日侨利用领事裁判权进行非法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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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毒品运输商往往有日军背景，接受日军庇护，或由日军直接承担毒品运输

工作。①

三、 研究的焦点与论争

日本学界除对近代日本殖民统治范围内的鸦片专卖政策与麻醉品毒化政策展开研究之外，还
围绕如下焦点问题进行了讨论。

第一，日本在其殖民统治范围内的鸦片战略及其连续性与断裂性问题。 江口圭一认为日本构

建了以伪蒙疆为鸦片输出地，以华北、华中乃至东南亚等地为鸦片消费地的战略，且具有使用鸦片

毒化中国人民之身心，消泯中国人民之抗战意志的战略意图。② 朴橿阐明了日本采取区分鸦片供

给地与消费地的原则，起初将台湾、关东州乃至中国东北作为鸦片消费地，禁止、限制消费地种植鸦

片，主要通过从伊朗、印度、土耳其等国进口鸦片的外部供给方式以攫取高额利润。③ 仓桥正直认

为日本为了通过鸦片有效地攫取暴利，在本土、朝鲜、台湾、关东州、伪满及“蒙疆”等地实施了罂粟

种植与鸦片成瘾者之间的空间隔离、高额专卖的鸦片战略。④ 桂川光正则一方面认为关东都督府

原本企图将关东州从中国原有的经济、人脉与社会网络中分离出来，与台湾加强联系，以构筑以日

本为顶点的新网络，这构成日本当时统治关东州的基本方策与战略。⑤ 另一方面，他主张一战前后

日本在青岛实施的鸦片政策与全面侵华战争时期显著不同，“根本没有弱化中国民众与社会以便

侵略的战略性构想”，与全面侵华战争期间的鸦片战略不具有连续性。⑥

第二，日本鸦片政策的性质问题。 日本鸦片侵略政策的罪恶性显而易见，就其性质本不应有歧

义。 但由于近代日本在推行毒化政策时已考虑到国际舆论的谴责，而披裹所谓“渐禁主义”与“人
道主义”的包装，使得日本学界围绕其性质问题还是发生了一定的论争。 争论焦点主要集中在所

谓“渐禁方针”及其推出者后藤新平的评价问题上。 刘明修在与欧洲殖民者的对比中对后藤新平

提出的所谓“渐禁主义”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渐禁政策”使得长久以来侵蚀台湾人身心的吸烟恶

习“在日本领台五十年后，已如同日本内地一般完全绝迹。”⑦日本拓殖大学校长渡边利夫也积极肯

定后藤新平在台湾实施的“渐禁”政策降低了鸦片吸食者的数量。⑧ 定时秀和认为日本在台湾、伪
满推行的鸦片政策都采取了“渐禁主义”。⑨ 栗原纯则认为日本对台实施的鸦片专卖制度实际上是

等待鸦片吸食者自然消亡的政策，并以各种史实揭示了台湾总督府所揭举的“渐禁主义”与“人道

主义”的虚伪性。􀃊􀁉􀁒 江口圭一与仓桥正直均明确指出日本对殖民地与中国沦陷区实施的鸦片政策

是一种反人道的举国犯罪􀃊􀁉􀁓，批判后藤新平提议的鸦片专卖制度致使台湾人民生灵涂炭，其罪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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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亚于恶用领事裁判权走私贩卖吗啡的毒品政策。① 日本学者的现有研究已经表明，日本有诸多

国家机关参与其中。 七七事变前，日本国内的鸦片政策制定与管理机构主要是内务省，七七事变后

改为厚生省。 日本对于台湾、朝鲜、关东州等殖民地的鸦片政策制定与管理机构分别是台湾总督

府、朝鲜总督府、关东厅，日本国内的拓殖省亦参与相关政策方针的制定与审议工作。 有些法令还

由日本内阁正式决定，枢密院审核通过。 伪满鸦片政策的幕后总推手是关东军司令部总参谋，具体

政策主要由大藏省精英出身的总务厅长官星野直树设计、规划，说明大藏省亦参与了日本的鸦片毒

化侵略政策体系。 伪蒙疆、华北、华中、华南等沦陷区的鸦片制定与管理机构表面上是伪政权的清

查署、戒烟局，实际上是日本驻当地陆、海军特务部，１９３８ 年 １２ 月后演变为兴亚院及其分设在北

京、上海、厦门、张家口的联络部及青岛派出所，１９４２ 年 １１ 月后变更为大东亚省驻张家口、北平、上
海、广东大使馆事务所。 此外，外务省虽不是鸦片政策的制定与管理机构，但在日本推行鸦片毒化

过程中亦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外务省在进口鸦片环节发挥了与出口国交涉、在三井物产与三菱

商事等进口商之间进行配额协调的作用。 其次，外务省助纣为虐直接为日本军部在华推行鸦片专

卖政策提供大力支持。 再次，外务省是日本政府应对国联鸦片委员会等国际禁毒机构之监督的主

管部门，为日本逃避国际舆论谴责、实施鸦片毒化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 最后，外务省驻华各地领

事为在华日侨从事非法的鸦片、毒品贩卖提供领事裁判权之庇护，并对中方检举、送交的毒贩给予

宽大处理②，使日本的鸦片毒化政策得以顺利实施，鸦片、吗啡、海洛因等毒品在中国横流。 可见，
近代日本在其殖民统治范围内推行鸦片侵略政策，确实是一种“举国战争犯罪”，企图瓦解、推翻这

一定性的做法，要么是出于违背人类道义与学者良知的狭隘民族主义，要么是为谋求特定的政治目

的而进行的曲意迎合。
第三，日本鸦片侵略政策的效用问题。 鸦片收益的用途乃至鸦片对日本侵华战争所发挥的

功能问题是日本鸦片政策研究中的难点，但日本学者就此指出如下几点。 首先，日本大部分学者

均指出日本通过鸦片专卖政策确保了殖民统治机构与伪政权之财政基础，减轻了日本的财政负

担。 山田豪一认为一战后日本占领山东的 ６ 年间，日本驻军获得了 １１５５ 万日元的鸦片专卖收

益，这笔巨额经费除可能被用于道路运营等外，被军政署官员及青岛守备军高级将领贪污。③ 小

林元裕分析九一八事变后天津日租界利用烟馆制度每年获取 ６—７ 万美元的收益，用于租界警务

费。④ 其次，江口圭一、山田豪一、山本常雄等人分析日本军部将鸦片专卖收益用于间谍活动、分化

谋略、宣抚拉拢等工作⑤，以瓦解中华民族的抗日力量与精神，是日本实施“以华治华”方策的重

要环节。 再次，千田夏光认为鸦片暴利诱使日军在七七事变后入侵内蒙古，成为促使日本将七

七事变扩大、升级为全面侵华战争的重要因素。⑥ 最后，山本常雄指出日本通过军部组建的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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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倉橋正直『阿片帝国日本』、１６７ 頁。
一般仅予以拘留 ３０ 天或罚款 ５０ 日元以下的处罚。
山田豪一『満州国の阿片専売：「わが満蒙の特殊権益」の研究』、３０ 頁。
小林元裕『近代中国の日本居留民と阿片』、３５ 頁。
江口圭一『日中阿片戦争』、１８２ 頁；山田豪一『満州国の阿片専売：「わが満蒙の特殊権益」の研究』、１６、７４５—７４７ 頁；山

本常雄『阿片と大砲：陸軍昭和通商の七年』、ＰＭＣ 出版、１９８５ 年、２６９ 頁。 山本常雄是日本陆军的战略物资调配公司昭和通商的原

职员，他利用对 ３０ 多名该公司原领导与职员的访谈资料，出版该书，解析了日本陆军通过昭和通商利用鸦片进行物资调配、情报

收集、间谍谋略、宣抚拉拢等工作的实态。
千田夏光『皇軍“阿片”謀略』、汐文社、１９８０ 年、２３９—２４０ 頁。 千田夏光是最早披露日军慰安妇存在的日本作家，通过采

访原关东军情报参谋、“蒙疆”银行员工、原北平陆军特务机关特务，试图论证“蒙疆”鸦片利益是诱使关东军利用七七事变发动全

面侵华战争的重要因素。 该书虽非史学研究著作，但亦非文学创作，而是作家基于访谈资料对历史问题的思考，其问题意识与访

谈资料均值得参考借鉴。



抗日战争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

通商①这一特殊的商业机构，在淘汰武器被售空之后，利用伪满鸦片获取其所需的战略物资，以支

撑侵略战争②，鸦片是日本“以战养战”战略的重要工具。
第四，在鸦片专卖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主导权问题。 大多数日本学者都强调了日本殖民统治当

局对中国实施鸦片毒化政策的主体性地位，并认为不少日侨充当了贩毒者的角色。 仓桥正直指出

２０ 世纪初在中国从事吗啡等鸦片衍生毒品售卖的有八、九成是日本人。③ 山田豪一认为在中国东

北地区，除满铁人员及其家属、满铁附属地内关东都督府警官、领事馆警察及其家属外，多数日侨都

利用餐饮、钟表、贵金属等商店从事毒品销售等不正当行业。 在上海，除日清汽船、在华纺织业、银
行店员、大公司雇员之外，大量的日侨从事吗啡等毒品贩卖活动。④ 小林元裕分析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

天津日租界有七成日侨从事毒品业。⑤ 江口圭一、山田豪一还指出，日朝侨民在中国从事毒品贩卖

过程中存在分工。 大城市的日本贸易商、药局是毒品大批发商，中小城市的日本餐饮店、钟表店甚

至贵金属店实际是毒品中、小批发商，朝鲜人则作为小批发商或零售商直接与中国人接触。⑥ 但

是，桂川光正在分析日本在关东州、青岛的鸦片专卖政策时，主张中国人在鸦片专卖政策的推行过

程中实际上长期占据主导权。 他认为关东都督府与中国商人就鸦片问题主导权展开的初期博弈

中，中国商人潘忠国取得了优势。⑦ 关于青岛的鸦片主导权，桂川认为日军在占领青岛之初，将鸦

片销售特权承包给了刘子山经营的扶桑号，虽企图通过政策规章掌控鸦片的流通与消费，以主导鸦

片行业，使扶桑号成为任其摆布的销售台湾产烟膏的代理机构。 但在鸦片专卖政策的实施过程中，
以刘子山为首的鸦片特许经销商暗中进口、加工、售卖伊朗、印度产鸦片，使日本当局的台湾烟膏独

占青岛市场的企图落空，扶桑号亦从贩卖承包商变为掌握生产、流通与贩卖实权的鸦片行业的“最
高掌权者”。 桂川还认为日本民众在青岛鸦片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只承担了扶桑号之经营管理者的

角色，而并非主角，大多数日侨也只是作为鸦片流通与贩卖的末端小商贩，其发挥的作用有限，并非

主要作用。⑧

四、 思考与展望

日本学者就近代日本的鸦片侵略政策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但也存在有待继续深化与

拓展的空间。
首先，在史料挖掘方面。 新史料的发掘，是产生新研究、新观点的前提条件。 近代日本鸦片政

策的制定、实施，不仅是日本本国的问题，也牵涉到中国的傀儡政权及沦陷区，还与朝鲜、东南亚乃

至伊朗、印度、土耳其等鸦片出口国密切相关，美、英与日本在国联舞台上亦就鸦片侵略问题展开过

博弈。 这些国家、地区与国际机构应该在一定程度上都保留了相关史料，有待各国学者进一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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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昭和通商是由日本陆军于 １９３９ 年 ４ 月创办的调配战略物资的公司。 该商社曾在北美纽约、南美秘鲁、欧洲柏林、罗马，以
及中国各地及东南亚设立分店与派出机构，拥有正式社员 ３０００ 人，在各地临时雇佣 ３０００ 人，组织庞大，从事战略物资的调配。 初

期在中国利用日军淘汰武器换取战略物资，后期利用鸦片、吗啡等毒品换购军用物资。 １９４５ 年随着日本战败而解散。
山本常雄『阿片と大砲：陸軍昭和通商の七年』、２６９ 頁。
倉橋正直『日本の阿片戦略：隠された国家犯罪』、１３２ 頁。
山田豪一『満州国の阿片専売：「わが満蒙の特殊権益」の研究』、３７—３８ 頁。
小林元裕『近代中国の日本居留民と阿片』、３２ 頁。
江口圭一『日中阿片戦争』、１７５ 頁；山田豪一『満州国の阿片専売：「わが満蒙の特殊権益」の研究』、４７０ 頁。
桂川光正「関東州阿片制度の制定と中国商人：関東州の統治を巡る一考察」、『史林』第 ９１ 巻第 ２ 号、２００８ 年 ３ 月、９１—

９３ 頁。
桂川光正「青島における日本の阿片政策」、『二十世紀研究』第 ３ 号、２００２ 年、２６—２７、３１、３２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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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此外，日本除政府部门及相关人员可能藏有鸦片资料以外，三井物产、三菱商事等直接参与

鸦片、麻醉品之进口、运输的民间商社与个人亦可能保留了相关史料，有待深挖精耕。
其次，在研究内容上。 第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东南亚国家亦是日本毒化侵略政策的重要对

象，但目前日本对此尚缺乏深入的专题研究。 第二，日本对华北、华中、华南等中国沦陷区的鸦片毒

化政策研究尚较薄弱，尤其是 １９４３ 年以后各殖民地与占领地的鸦片毒化样态尚不明晰。 第三，日
本对吗啡、海洛因等鸦片衍生毒品政策的研究尚不充分，尤其是对九一八事变以后的麻醉品毒化政

策尚未展开系统而全面的研究。 第四，日本对中、日、英、美等国在国联鸦片咨询委员会等国际组织

上的博弈状况亦未展开全面而系统的梳理。
再次，在研究方法与史观上。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江口圭一为代表的进步学者从反省战争的角

度出发，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在肯定国民政府厉行禁烟政策及其成果的基础上，批判近代日本

的鸦片政策是严重的反国际条约与中国国内法、反人道的国家犯罪行为，与大屠杀、毒气战、慰安

妇、三光政策、活体实验、万人坑等性质一样，都是反人道的，是“由日本国家组织的规模最大的战

争犯罪”。①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后，日本史学研究方法与史观走向多样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亦

被引入近代鸦片政策研究领域②，实证主义居主导地位。 对近代鸦片政策的具体考证无疑促进了

该领域研究的深入发展，大多数日本学者亦能坚持人类道义的正确立场。 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定时

秀和主要基于中国与日本的相关研究，分析了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四川、云南、甘肃的鸦片种植状况，认
为国民政府在 １９３５ 年实施禁烟政策之后，三地的鸦片种植与吸食并未完全禁绝，且尽管四川、云南

的鸦片种植量有所下降，但这并非由于国民政府出于“人道”而采取的积极政策，而是蒋介石希望

通过逼迫地方势力财政破产，从而加强对地方的控制。 甘肃则是在表面上倡导“禁烟”，暗地里却

在强制种植罂粟。 由此，定时主张鸦片作为一种“战略武器”不仅被日本用于推行侵略战争，而且

中国国民政府也为抵抗日本的侵略而将其作为战略武器加以利用。③ 作为中国学者，应该警惕日

本学界出现以贬低受害者的方式减免近代日本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所犯之滔天罪行的动向。
此外，桂川光正关于鸦片贸易的主导权在中国，日本侨民作用有限等论断亦值得深入推敲与探讨。
山田豪一仅强调关东军为在伪满推行鸦片专卖政策“肢解”其“满蒙特殊权益”的一面，容易让人落

入相信日本在伪满构筑所谓“五族共和”之“王道乐土”的陷阱。 那么如何理解、阐释此后关东军对

整个伪满的统治，其中日本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如何？ 则成为有待解决的新课题。
总之，近代日本的鸦片政策牵涉日本、中国、朝鲜、东南亚国家，日本是鸦片侵略政策的制定者

与实施者，其他国家与地区在日本的鸦片政策体系中亦被赋予各自的角色与功能，各国之间还存在

互动关系，近代日本在其殖民统治范围内推行的鸦片政策与欧美列强又存在制约与被制约等关系，
故该课题的研究需要综合利用中、日、英、韩等各国史料及研究成果，加强国际交流，并坚持正确的

理论指导与史观，才能揭开其全貌与真相。

〔作者王美平，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高士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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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江口圭一『日中阿片戦争』、２０５—２０６ 頁。
全京秀著、山泰幸·金蘭姫訳「阿片と天皇の植民地 ／ 戦争人類学：学問の対民関係」、『先端社会研究』第 ２ 号、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定時秀和「日本の阿片侵略と中国阿片の抵抗について」、『歴史研究』第 ３０ 号、１９９２ 年、１０９、１１３、１１６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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